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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世纪中期拜占庭鼠疫及应对措施

范仲淹的儒官气质

□ 王小波

□ 沈小勇

作为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范

仲淹比包拯年长十岁，同样是古代为

官者的楷模，他为世人留下了“先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

古名句。范仲淹一生清正廉洁，为官

一任，造福一方，他历任地方和军政

要职，也曾在朝中担任右司谏、枢密

副使、参知政事等职，从政三十余

年，始终以匡世济国为己任，践行着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精神，

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王安石赞

誉其为“名节无疵”，司马光称赞其

为 “ 前 不 愧 于 古 人 ， 后 可 师 于 来

哲”。在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

中，范仲淹集政治家、军事家、文学

家和教育家于一身，文武兼备，出将

入相，传教和办事二者兼备，道德文

章和大忠伟节一再为后人所称颂，足

见 其 人 格 魅 力 所 在 ， 不 愧 为 一 代

儒官。

自 27 岁考中进士后，范仲淹开

始了漫长的入仕生涯。范仲淹曾到广

德、泰州、楚州、苏州、杭州等多地

为官，每到一处，他主要抓好四件

事，即兴修水利、办学育人、保土安

民、资政存史。他为官始终清正廉

洁，忧国忧民，勤政为民。如他在泰

州任职期间，当发现沿海一带海堤多

年失修，导致百姓纷纷外逃，则提出

了修复海堤的设想，在当时共调集了

4万多人，长达 4年的时间，终于修筑

了一条 150 多里的海堤，造福了当地

百姓，人们为了纪念范仲淹，将这条

捍海堤称为“范公堤”。他在苏州任

知州时，到任时正值苏州大水，灾民

无数，民生堪忧，他便全力投入安顿

灾民、兴修水利中。在杭州任知州期

间，他为官清廉，体恤民情，以改善

民生为己任，处事干净。曾有人建议

他在西湖边造房以作颐养天年之用，

但范仲淹断然拒绝，他直言指出，西

湖乃天下之西湖，如与民争利占为私

有，一旦去职后将如何为人。

范仲淹是庆历新政的主持者之

一，仁宗庆历三年 （1043 年），范仲

淹认真总结从政思想，与欧阳修等人

一起，向皇帝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

《答手诏条陈十事》，明确提出了明黜

陟、抑侥倖、精贡举、择官长、均公

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

信、重命令十项改革主张，史称庆历

新政。庆历新政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先

导，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范仲淹

独特的入仕经历，使他对民政和军政

都相当熟悉，因而他的改革主张善于

将治军之道与治国之道相融通，善于

从百姓民生出发，勤政为民。

范仲淹在入仕期间，静以修身，

俭以养廉，培养了一大批通儒。对于

儒家济世情怀的追求，使他敢于犯颜

直谏，因此常常获罪，多次被贬官。

在范仲淹看来，“直言之士，千古谓

之忠；巧言之人，千古谓之佞”，儒

者不可废道，他认为要做一个忠君之

臣，首先就要做直言之士。正是因为

范仲淹大胆直言的性格，也使得他留

下了“五胆忠臣”的称号。

范仲淹最为人所熟知的莫过于他

的散文名篇 《岳阳楼记》，他这样写

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

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

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

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就是范仲淹的

忧乐观，始终心系天下，克己奉公，

从不把自己的升迁得失放在心上，而

是有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

担当精神和济世情怀。难怪大诗人元

好问曾给予范仲淹这样的高度评价：

“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

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又孔子之所谓

‘大臣者, 求之千百年之间, 盖不一二

见’，非但为一代宗臣而已。”

范仲淹终年 64岁，在他的临终遗

表里，无一语谈及私事，有的还是对

朝廷的忠贞不渝，对天下苍生的感

念，他惟望仁宗“上承天心，下徇人

欲，明慎刑赏而使之必当，精审号令

而期于必行，尊崇贤良，裁抑侥倖，

制治于未乱，纳民于大中”。这正是

范仲淹一生忧乐天下的写照。张中晓

在 《无梦楼随笔》 中，曾这么评价范

仲淹的忧乐情结：“凡人之情，己处

其乐，不知人之忧，己处其忧，但见

人之乐。范仲淹之忧乐，乃理性之

公，非人情之私也。”正是这种理性

之忧乐，正是这样儒家的忧患意识，

成就了一代儒官范仲淹。

公元 6 世纪中期，拜占庭帝国境

内暴发了第一次大规模鼠疫，造成的

损失惨重，人口急剧下降，对帝国政

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领域的负面影

响巨大。那个年代的人尚不知鼠疫为

何物，通常都是以瘟疫一词来称呼这

场大的灾难。根据史书记载的患者症

状及现代医学的遗骸 DNA分析，学者

们断定，这次瘟疫就是我们现在所称

的鼠疫。

鼠疫的传播及导致
的后果

根据当时的文献资料，公元541年

7月，这场鼠疫首先暴发于拜占庭帝国

属地埃及尼罗河入海口处一个叫作培

琉喜阿姆的地方，之后分东西两个方

向传播。向东先是传播到巴勒斯坦沿

岸，后于542年春季4月份传播到帝国

首都君士坦丁堡，在此地暴发规模加

剧。当年夏天，传播到叙利亚、安条

克等地。向西于541年 9月份传播到埃

及首府亚历山大里亚城，542 年秋季

传播到西西里地区。543 年传播到突

尼斯、意大利和伊利里亚等地区。其

中，这场鼠疫在首都君士坦丁堡肆虐

的时间较长，从542年4月一直持续到

8月，这 4个月的时间里有 3个月属于

剧烈暴发、传染相当强烈的阶段。仔

细考察发现，这次鼠疫的传播是沿着

商业路线、海上航线进行的，后来传

播到波斯，则是沿着军事路线进行的。

亲身经历这场鼠疫的几位历史学

家都对患者感染后的表现做了记录，

大致相同的症状就是身体发烧，多处

出现肿胀、发脓、溃烂，进一步发作

后则会昏迷、精神错乱、翻滚奔扑和

歇斯底里。在这场鼠疫中死亡的人

数，普罗柯比记述的是每天最高达到

10000人，以弗所人约翰记述的是每天

最高达到16000人。很多家庭、城市和

村庄全部的人都死去，城外到处堆满

了尸体，有的大坑埋葬几万具尸体。

这场鼠疫导致首都君士坦丁堡的人口

下降了一半，整个拜占庭帝国的死亡

人口更是多到不可计数。以至于著名

历史学家吉本把人口数量的明显减少

看作是查士丁尼统治时期的一个极大

污点，并认为一直到 18世纪其负面影

响仍未完全消除。

这场鼠疫造成的冲击远不止人口

数量的急剧下降这一方面。政治上，

帝国中央集权的皇帝专制制度受到冲

击，反皇势力伺机而动，统治发生动

摇。查士丁尼皇帝也感染了鼠疫，只

是侥幸免于一死。经济上，人口急剧

下降导致劳动力短缺，城市里的商贸

活动和手工业都停止了，粮食等物资

匮乏，物价上涨了至少两三倍，通货

膨胀无法阻止。农村的庄稼无人收

割，谷物烂在地里，土地无人耕种，

大片荒芜，国家税收大幅减少。军事

上，拜占庭军队中将士感染鼠疫死亡

者众多，兵力下降严重，直接影响到

对阵波斯的前线，屡吃败仗，当波斯

军队也感染鼠疫后，双方才被迫停

战。除这些外，鼠疫还在精神层面给

拜占庭人造成了极大的恐惧。面对无

医可治、无药可救，国家也束手无策

的局面，悲观绝望情绪在拜占庭人的

头脑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导致他们的

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都发生了变化。

拜占庭帝国政府的
应对措施

国家政府在应对重大突发性的公

共卫生事件时，应对措施通常分为三

个阶段，即事前预防、事中救济和事

后追加。就事前预防而言，拜占庭帝

国政府对这次鼠疫的发生是没有预料

的。这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导致：

其一，当时的医疗水平所限，拜占庭

人对鼠疫类传染病毫无认识，更不用

说预防。医生们对此类传染病未曾开

展过研究，尚无这方面的知识储备。

鼠疫暴发时，医生们也曾尝试寻找病

因，于是解剖病灶处，打开后发现里

边是毒疮，但还是不知此病因何而

起。其二，帝国政府的施政重点不在

医疗事业，太多的精力和财力都投在

了战争上。众所周知，查士丁尼皇帝

以恢复罗马帝国的版图为己任，军事

征战和开疆拓土是他最关心的事情。

527 年，查士丁尼皇帝甫一登基，就

派贝利撒留担任东方波斯战线统帅。

528—531 年 ， 与 波 斯 第 一 次 战 争 ；

540—545年，与波斯第二次战争，两

次都以支付巨额黄金为结束。其间

533—534 年与北非汪达尔人的战争，

占领汪达尔王国。535 年发起与东哥

特人的战争，一直打到 554 年，虽是

征服了意大利，但近20年的战争大量

消耗了拜占庭的财力和物力。由上可

见，从查士丁尼上台直到鼠疫暴发的

这 15 年时间里，帝国对外战争连年

不断。

就事中救济而言，拜占庭帝国政

府在抗击这场鼠疫中做了很多努力。

据普罗柯比记载，当时查士丁尼皇帝

派了一位名为塞奥佐罗斯的执事官从

国库中提出钱款救济患者和处理尸

体。塞奥佐罗斯尽职尽责，在用完查

士丁尼拨付的款项后，拿出自己的钱

财以继续履职。政府开始是在城内挖

坑掩埋尸体，后来数量增加太多，不

得不将尸体运往城外，挖了很多深

坑、大坑掩埋，有的大坑装下了 7 万

具尸体。城门处负责计数运出城的尸

体数量，一度高达23万，就不再继续

统计了，因为数量还在不断增加。君

士坦丁堡在这次鼠疫中的死亡人数可

能在30万左右，惨绝人寰。帝国政府

为抗击疫情付出了艰辛和努力，奈何

当时的应急能力非常有限，加上鼠疫

的传播速度相当快，感染人数猛增，

首都的行政管理体系显得力不从心了。

就事后追加而言，查士丁尼政府

痛定思痛，还是做了很多事情的，也

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这次鼠疫带来的

损失惨重，无疑给拜占庭帝国狠狠地

上了一课。鼠疫结束后，公元 544

年，查士丁尼颁布了一道敕令，即第

112号新律，要求把各类商品的物价和

人员工资恢复到鼠疫发生之前的水

平，拒绝恢复的，处以三倍罚金收归

国库。拒不执行这道敕令的官员，处

以 5 倍罚金。拜占庭帝国政府同时认

识到，之前国家对医疗事业的投入太

少，帝国的医疗救助体系存在严重缺

陷。因为在破坏力巨大的鼠疫面前，

帝国境内的医院不仅数量太少，而且

设置简单，医疗设施缺乏。原有场所

提供的医疗服务远远不够，无法应对

鼠疫这来势凶猛的疫情。接受了教

训，查士丁尼皇帝在这次鼠疫结束之

后，开始重视医院的建设，政府先后

在君士坦丁堡和安条克等这次鼠疫灾

害严重的城市修建新的医院，其中君

士坦丁堡的医院多是建在海边一带，

安条克的医院多是建在郊区，还有埃

及的亚历山大等地，也都加强了医院

的建设。政府还为这些医院配备了较

多的床位，医护人员的数量也达到了

一定的规模，医生们开始常驻医院。

在查士丁尼皇帝的重视之下，拜占庭

帝国的医疗救助事业得到发展，向前

迈进了一大步。

《死亡的胜利》 是老彼得·布鲁盖尔于 1562 年左右绘制的一幅板面油画，

作品描绘了一群骷髅大军过境的恐怖景象，隐喻了千年来肆虐欧洲的鼠疫。

环球环球

政德，即为政之德，既指以德

作为治国的原则，也指为官者应具

有的德行。中国早在西周时期就有

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认

识，在政德教育实践中为我们留下

了很多宝贵的遗产。西周康王时期

的大盂鼎铭文中有“正德”二字

（“正”通“政”，“正德”即“政

德”），这是“政德”一词最早的

出现。此后，政德思想经由历代思

想家、教育学、政治家的不断丰

富，贯穿于学术研究、人生修养、

治国实践等方方面面，嵌入了中国

古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的国家治理结构中。在实践

中，历朝历代通过家训教化、学校

教育、公文诏书、谈话著述、官箴

劝诫等形式，传播政德思想，对国

家治理产生了积极作用。

家训教化。在中国传统文化

中，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中

国古代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家训是

家庭教育的重要形式。“天下之本

在国，国之本在家”。注重家庭、

家教、家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

华。“人必有家，家必有训”。中国

古代传承下来的家训有十余万种。

家训的内容涉及修身处世、为学为

政方方面面，其中包括大量政德教

育的内容。如，诸葛亮告诫子女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

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南

北朝时期颜之推认为要“以行为

教”“以学为教”“以身为教”。他

写的 《颜氏家训》 要求子女勤学、

自律、重义、务实。“士君子之处

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

论 ， 左 琴 右 书 ， 以 费 人 君 禄 位

也”。君子立身处世，贵在能够对

旁人有益处，不能只会高谈阔论，

否则就会浪费国家资财。

教育考核。在中国传统文化

中，知识与道德密不可分，为学的

目的在于成人。中国古代学校教育

的主要目的是培养担当治国平天下

使命的君子。“大学之道，在明明

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汉唐

以来，无论官学、私学，均以儒家

经典为主要教科书。国家选任官僚

也以修习儒家经典所达水准为主要

标准。正己修身、清廉为官、重义

轻利等价值观通过学校教育的经典

研读和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内化为

了即将入仕者的君子人格。此外，

历代帝王也经常用策试、考试的方

式促使为官者时刻坚守政德。秦代

的 《为吏之道》 中就包含了要求官

吏忠诚、清廉、审慎、喜善、恭敬

的内容。汉代察举科目中包含孝

廉、茂才、贤良方正等，其要义就

是“公、能、智、勇”等道德标

准。唐代吏部有考功司，以“德

义”“清慎”“公平”“恪勤”所谓

“四善”来考核从政为官道德。

公文诏书。西周时期，周公吸

取商灭亡的教训，提出了“敬德保

民”“以德配天”“修德配命”的观

点。以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将修

德性、行德政作为重要的价值目

标。帝王大臣往往将政德教化寓于

传达政令的公文诏书中。汉唐以

来，很多皇帝诏旨及政府文告中都

包含阐述君民关系、以民为本等德

治理念，评品官员道德品行等政德

方面的内容。比如，汉文帝 《匈奴

和亲诏》：“朕既不明，不能远德，

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夫四荒之

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内，勤劳不

处，二者之咎，皆自于朕之德薄而

不能达远也。”西晋李密写给晋武

帝的奏章 《陈情表》 极陈孝亲之

义。“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

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

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

远”。感动了晋武帝，也成为后世

培养官员“孝”“忠”德性的教科

书。唐太宗在 《命皇太子知左右屯

营兵马事诏》 中先肯定太子李治

“忠孝成德，志业光茂”，而后才是

任命的内容。

谈话著述。中国古代很多帝王

重视德教，留下了大量教育官员修

养政德的文字。《贞观政要》 中有

三分之一的篇章是记录唐太宗与大

臣谈论政德的内容，既有对仁义、

忠义、孝友、公平、诚信等正向品

德的阐述，也针对奢纵、贪鄙等负

向品德展开讨论。武则天专门著

《臣规》 一书，其中包括了至忠、

守道、公正、诚信、慎密、廉洁、

良将、利人等政德内容。朱元璋以

严厉反贪著名，他也并非不教而

诛。为唤醒官吏的良心，他亲自编

写 《醒贪简要录》，令所有官吏熟

读。《康熙政要·论君道》 中记

载，康熙曾言：“古人所谓防微杜

渐者，以事虽小而不防之，则必渐

大 ， 渐 而 不 杜 ， 必 至 于 不 可 杜

也。”教育官员慎微慎小。史学著

作、文学作品等大众文化扬善抑

恶，也是官吏政德学习的重要渠

道。许多史学著作，如 《春秋》

《史记》 通过点评历史事件和人物

起到价值引导的作用。文学作品，

如 《诗经》 中的许多诗篇就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民声、民意、民心，

具有匡正时俗的功能。屈原、范

仲淹、苏轼等的作品也都具有政德

教育功能。此外，中国特有的匾额

和楹联也是传播政德的重要载体。

上至皇宫，下至县衙的匾联，或申

明施政宗旨，或以官箴劝勉，官员

耳濡目染，受到教育。

官箴劝诫。“箴”，是规谏和告

诫的意思。官箴最早是指官吏对帝

王所进的箴言，据 《左传·襄公四

年》 记载，周武王时，太史辛甲

“命百官，官箴王阙”，即要求文武

百官用箴言以诫武王过失。唐朝以

后，官箴逐渐演变为官吏的道德及

行为准则。官箴多阐述官员修养和

从政经验，虽内容因作者经历会有

所侧重，但政德内容必含其中。宋

代吕本中的 《官箴》、元代张养浩

的 《为政忠告》、清代陈宏谋的

《五种遗规》、清代汪辉祖的 《学治

臆说》 等著名的官箴中都有很多政

德教育的内容。吕本中的 《官箴》

说 ：“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

清、曰慎、曰勤。”张养浩在 《为

政忠告》 阐述了包括从政自修、执

政为民、为政清廉、施政有道、执

政有节等政德思想。


